
源古流新：先秦诸子互见文献的文本再造与溯源

———以《孔子论欹器》和《金人铭》为中心

高思莉　 　 马世年

　　摘　要：先秦诸子互见文献是诸子根据现实需要对既有文献进行再加工的结果，通过文献互见关系，我们可

以进一步发现先秦诸子文献“源古流新”“虽亡犹存”“存而待识”的特殊状态，探寻诸子互见文献与诸子学派的互

动关系。 《孔子论欹器》和《金人铭》是先秦诸子文献中颇具代表性的互见文献，前者属于典型的同源互见文献，后
者则属于典型的多源互见文献。 从《孔子论欹器》的互见文献谱系可以看到，《荀子》中的文本保持了文献的早期

面貌，《说苑》中的文本保留了亡佚已久的《子夏易传》部分文本，由此可以发现韩婴之学早期口耳相传的特点给写

本文献留下的烙印。 从《金人铭》的多源互见文献谱系可以发现，《说苑》并非《金人铭》的源头文献，其文本具有缀

合晚出的特点，但其中留存了一些古老文献，这表明可能有一个早期祖本的《金人铭》。 从战国早期到汉武帝时期，
儒道互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说苑·金人铭》的文本体现出诸子互鉴发展到儒强道弱阶段的特征，这是其在汉

代成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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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诸子互见文献的理论建构

文献互见是指两种或以上文献存在文字、取意

相同或相近之处。 古人已注意到先秦典籍的文献互

见现象，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①。 新文化运动

以来，文献互见法成为一种通用学术方法，古史辨派

借助互见文献，认为大多数先秦诸子典籍出于后人

伪造。 １９４９ 年以来，借助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

互见研究，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诸子文献价值，先秦学

术得以“走出疑古时代”。
互见文献是诸子面对现实需要对既有文献再加

工的结果，诸子互见文献的生成往往与当时的重大

政治事件存在互动关系。 田氏代齐、子之受燕，在君

臣易位之际，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如何施行成为诸子

讨论的热门话题，催生了大量关于尧让舜、舜让禹的

互见文献。 当战国七雄完成对周边小国的兼并将统

一天下作为目标时，诸子宣扬先王之政的重点已不

再是天命和文德，大量关于先王先圣如何凭借一隅

之地一统天下的故事开始重出互见。 在“天子失

官，学在四夷”的背景下，新兴的士阶层掌握了典籍

编纂与阐释的权利，“各为其欲，以自为方” ［１］ ，催
生了大量互见文献。 与巫史不同，士阶层对三代典

籍的利用以存续道统、救世教人为主，著述目的从

“古人言公”向“今人言私”转变。 到了战国中后期，
面对百家争鸣的局面， 三代典籍无法满足诸子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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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需求，诸子以“吾以己言言之”的方式对三代文献

进行更大规模改写。 在这种背景下，先秦诸子通过

征引、抄撮、异读等方式产生了一批同源互见文献，
通过嫁接、割裂、拼贴等方式产生了一批多源互见文

献，通过戏拟、仿作、增益等方式产生了一批层累互

见文献。 此外，因为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脱简、错简、
误读等，产生了一批失控互见文献。 同源互见、多源

互见、层累互见、失控互见是先秦诸子互见文献的四

种基本类型，其中同源互见和多源互见是主要类型，
也是层累互见和失控互见文献的表现形式。

《孔子论欹器》和《金人铭》是先秦诸子中颇具

代表性的两则互见文献，古今学者围绕二者的真伪

聚讼不断，莫衷一是。 通过文献互见关系，我们或许

可以改变非真即伪的对立观念，澄清真伪掺混的模

糊认识，进一步发现先秦诸子文献“源古流新” “虽
亡犹存”“存而待识”的特殊状态，探寻先秦诸子文

献生成与流变的轨迹。

二、同源互见文献视野下
《孔子论欹器》的文本再造与溯源

　 　 同源互见文献是指文献最早源出一处，在流传

过程中因传抄、改写出现了多种文本内容相近又不

完全相同，并存在实质性异文的文献。 同源互见文

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文献可追溯至相对确定的

源头，即相关文献能够追溯源出同一故事或源出同

一文献，这是断定构成同源互见文献的重要前提；二
是同源互见文献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实质

性异文，即同源互见文献之间的不同并非因传抄讹

误产生的，而是有明显人为改写的痕迹。
建立同源互见文献谱系，既可以帮助我们从

“异”的角度探析文献改写背后隐藏的诸子争鸣，也
可以从“同”的角度追溯原始文献的面貌，探寻诸子

之间的相互借鉴。 比如，《韩非子·内储说上》并载

两则孔子与子贡关于“殷法刑弃灰”的求学问对，两
者一前一后紧密相连。 前一则隐含“性恶论”的观

念预设，以百姓会因“弃灰”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发

生激烈争执，最终导致“三族相残”的惨重恶果，其
中尽管也说到“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 ［２］ 的

“治之道”，但重点显然在强调重刑去恶以及刑与治

的关系，与孙氏之儒 “治则刑重” “犯治之罪固

重” ［３］以及“性恶论”的主张相似；后一则强调治民

之要是简单易施，没有了“三族相残”的内容，这与

子张之儒主张简礼约文，“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

矣” ［４］的观念相似。 两则文献为了表明二者文本的

差异，文中特别以“一曰”的方式引起另一则材料。
可见，这两则文献是典型的同源互见文献，其原始面

貌很可能是一篇《论语》类的佚文，以不同面貌在儒

家内部不同学派中流传，前者可能是荀子一派的记

载，后者可能是子张一派的记载［５］ 。 两处互见文献

的相同之处，让我们推测二者最早是源出一处的；而
其相异之处，又让我们看到在孔子教习初代弟子时，
弟子们对孔子言论的理解已产生歧异，孔子故去之

后“儒分为八”，盖肇始于此。
１．立足同源互见文献，发现流传文献的古老原貌

《荀子》《韩诗外传》 《淮南子》 《孔子家语》 《说
苑》中存在《孔子论欹器》的同源互见文献。 五处文

献中《淮南子·道应训》的文本较为特殊，其故事发

生地和《荀子·宥坐》《孔子家语》相同，问对模式与

《韩诗外传》《说苑·敬慎》相同，文本存在人为改写

痕迹，子路被替换为子贡，在孔子的评论之后又加入

了《老子》第十五章的内容。 由此可以推断，《淮南

子·道应训》可能是一篇在儒家文献基础上层累道

家思想而来的层累互见文献，显示出浓厚的抑儒崇

道倾向，与其他四则文献具有同源互见的关系，故而

推断其成篇时间最晚，甚至晚于《说苑》采录的版

本。 因此，我们排除这一特殊文本，将剩下的四种文

献的同源互见情况列表如下，见表 １。
这四种文献可以分成两组：第一组是《荀子·

宥坐》和《孔子家语》，故事发生地为鲁桓公庙，问对

模式是一问一答；第二组是《韩诗外传》和《说苑·
敬慎》，故事发生地为周庙，问对模式是两问两答。
根据文本与结构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判定《荀子·
宥坐》和《孔子家语》是一组同源互见文献，《韩诗外

传》和《说苑·敬慎》是一组同源互见文献。 那么，
这四处同源互见文献哪一个的面貌更为古老呢？

从表 １ 可以看出，这两组互见文献存在一个矛

盾点，即故事发生地究竟是鲁桓公庙还是周庙。 古

人多因《晋书·杜预传》所载“周庙欹器，至汉东京

犹在御坐。 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 ［６］而否定

《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语·三恕》中“鲁桓公之

庙”的说法，再加上王应麟的推波助澜②，“周庙说”
几成定谳。 笔者认为其实不然：第一，从文史互证角

度看，《史记》载有“孔子适周”时轻车简从，仅有“一
乘车，两马，一竖子俱” ［７］１９０９，《孔子家语》又云“敬
叔与俱至周” ［８］ ，那么《史记》中所载随孔子入周的

竖子或为南宫敬叔。 因此，如果故事发生在周庙，与
孔子发生问对的既不可能是子路，也不可能是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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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该是南宫敬叔更合乎逻辑，故而发生地为“鲁
桓公之庙”的《荀子·宥坐》《孔子家语·三恕》可能

更加接近文本的原貌。 第二，从成书时间看，《韩诗

外传》托名源出子夏，一直都是口耳相传，直到汉代

才被写定，而《孔子家语》古往今来不乏质疑之声，
《说苑》又抄撮众多古籍，其中有不少刘向臆增的痕

迹。 相较而言，四处文献中，《荀子》成书时间最早，
是一部可信的先秦著作，因而《荀子·宥坐》本可能

更加接近《孔子论欹器》文本的早期原貌。 第三，一
般认为文本附益是文献流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

象，在这两组同源互见文献中，两问两答模式存在于

《淮南子》 《韩诗外传》 《说苑》这些汉代成书的文

献，故而两问两答模式可能是在一问一答模式上附

益而来。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推断，这四处同源互见

文献中，《荀子·宥坐》更加接近古老文本的原貌，
当是《孔子论欹器》文本的早期源头之一。

表 １　 《孔子论欹器》同源互见文献分析表

《荀子·宥坐》 《孔子家语·三恕》 《韩诗外传》 《说苑·敬慎》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
器焉。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
焉。 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

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
何器？”

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
器？”

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
也？” 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

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
器。” 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 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 对曰：“盖为右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
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
欹，中则正，满则覆。 明君以
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

孔子曰：“吾闻宥座之器，满则
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
曰：“然。”

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
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

孔子顾谓弟子 曰： “ 注 水
焉！” 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 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 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

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
满而覆，虚而欹。 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 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 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吁！ 恶
有满而不覆者哉！”

夫子喟然叹曰：“呜呼！ 夫物
恶有满而不覆哉？”

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 恶有
满而不覆者哉！”

孔子喟然叹曰：“呜呼！ 恶有满而不
覆者哉！”

子路曰： “ 敢问 持 满 有 道
乎？”

子路进曰： “ 敢问持满有道
乎？”

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
子路曰：“损之有道乎？”

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
子路曰：“损之有道乎？”

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
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
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
海，守之以谦。 此所谓挹而
损之之道也。”

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
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谦。 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
道也。”

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
恭。 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 禄
位尊盛者，守之以卑。 人众兵强
者，守之以畏。 聪明睿智者，守
之以愚。 博闻强记者，守之以
浅。 夫是之谓抑而损之。”

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
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
及之。”

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
故益。”

　 　 ２．立足同源互见文献，追溯文本源出

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

氏婴也。” ［９］２４但班固在编纂《汉书·艺文志》时并

没有收录《子夏易传》。 由此，关于韩婴与《子夏易

传》是怎样的关系，《子夏易传》真伪如何，成为先秦

文献领域聚讼争鸣的公案。 刘知几、司马贞认为

《子夏易传》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

《七录》始有著录，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怀疑其

并非子夏所作。 清人马国翰认为《子夏易传》的作

者既非子夏，也非韩婴，该书由唐人张弧伪撰。 臧镛

不求甚解，径直将《七略》记载理解成韩婴字子夏。
如果我们从《说苑》和《韩诗外传》中《孔子论欹器》
互见文献的差异进一步探寻，可以发现古本《子夏

易传》部分文本可能被保存至今。
同源互见文献引经部分的异文，昭示其文本各

有源出。 《说苑》和《韩诗外传》本《孔子论欹器》最
后两段文本有较大出入，《韩诗外传》中倒数第二句

“孔子曰”的内容并不见于其他四处互见文献，这段

“孔子曰”文本可能是因为错简被误抄至此，属于一

则失控互见文献。 这段文字与紧跟《韩诗外传·孔

子论欹器》之后的第三十一章《成王封伯禽于鲁》中
周公戒伯禽的内容基本相同：

　 　 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 土地广

大，守之以俭者，安。 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
贵。 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 聪明睿智，守

之 以 愚 者， 哲。 博 闻 强 记， 守 之 以 浅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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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这段失控互见文献，《韩诗外传》 《说苑·
敬慎》中《孔子论欹器》的实质性异文仅有最后一

句，这处不同昭示了两处文本各自的性质。 《韩诗

外传》引《诗经·商颂·长发》，将“孔子论欹器”作
为对诗文“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１０］１１１的阐释，这
是证明其文本出自诗传的显著特点；而《说苑·敬

慎》将《孔子论欹器》的内容作为对《易传》“不损而

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１１］２４３的阐释，表明其

文本出自某本易传③。 虽然今本《易传》无此句，但
我们从其内容讲论损益之道可以推测，此句或出自

一篇亡佚的《损卦》或《益卦》之传。
《说苑》中与《孔子论欹器》关联的《子夏问易于

孔子》或同出自某本易传的《损》 《益》两卦。 《说
苑·敬慎》中与《孔子论欹器》相邻的上一节为《子
夏问易于孔子》，这二者在文本内容上紧密关联，两
个相邻的篇章正好是在讲释《易经》中相邻的《损》
《益》二卦。 在《易经》中，《损》 《益》两卦正为前后

关联之章节，分列四十一卦与四十二卦。 而《子夏

问易于孔子》与《孔子论欹器》在《说苑》中也为相邻

的两章，同样也是讲释《损》 《益》二卦的内容。 《子
夏问易于孔子》 开篇云： “孔子读 《易》 至于 ‘损

益’。” ［１１］２４１，《孔子论欹器》篇末云：“《易》曰：‘不
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１１］２４３二者可谓

一呼一应，构成一个完整解读《损》《益》二卦的经传

体系。 此外，孔子与其弟子的求学问对是儒家典籍

成篇的一种典型模式，《说苑》中这两个相邻篇章问

对的主人公分别是孔子与子夏、孔子与子路，说明两

篇文本的作者都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在孔子教习

初代弟子之时，使得两处文献具备相同的故事背景。
《子夏问易于孔子》与《孔子论欹器》在章节、内容、
背景上如此紧密的关系使得我们有理由猜测两处文

本在源头文献中可能也是两个相邻的章节，或同出

自某种已经亡佚的易传。
《说苑》中有不少兼引《诗》 《易》的内容，比如

《说苑·君道》中有“陈灵公行僻而言失” ［１１］３，《说
苑·建本》 中有 “ 孔子曰君子务本， 本立而 道

生” ［１１］５６， 《 说 苑· 敬 慎 》 中 有 “ 成 王 封 周

公” ［１１］２４０。 它们与《孔子论欹器》 有诸多相似之

处，都符合战国中前期阐释典籍“传前经后”的典型

结构［５］ ，表明其源头文献的古老面貌。 但是，这些

文献在末尾引经部分既引《诗》又引《易》，这与先秦

时期一篇文献中很少同时兼论《诗》 《易》两部元典

的常例不同，故而我们推测，这些文本可能是刘向从

同一个学派的《诗》论和《易》论两部作品中分别抄

录而来的。 或许因为这些文献出自同一学派，经传

部分高度相似，所以刘向在抄录之时将文本相似的

经传部分予以合并省略，分别保留了引《诗》和引

《易》的引经部分。 《诗》和《易》在先秦时期被认为

是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典籍，而这些兼引《诗》《易》
的作品中不乏历代圣王、孔子及其弟子子夏等人的

身影。 因此，这些文本可能是出自一个以兼修《诗》
《易》为长并且宣称学脉源出子夏的儒家学派。

论及儒家以兼修《诗》 《易》为长且标榜学脉源

出子夏者，汉初莫若韩婴。 韩婴不仅是韩氏诗学的

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易学家，《汉书·儒

林传》记载：“韩生亦以《易》受人。” ［１２］３６１３ 《说苑》
中这些同源互见文献，经传部分高度相似，而引经时

兼论《诗》《易》，十分符合韩婴之学《诗》 《易》兼修

的特征。 这些作品的经传部分高度相似，只在引经

的部分稍作调整就能衍生出诗学和易学两门不同学

问，无疑能够极大减少传习者的记诵压力，也符合韩

婴之学早期口耳相传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

进一步推论，韩婴所传授的《易传》与《诗传》文本存

在大量同源互见文献，集中表现在二者的经传部分

高度相似，引经的部分略有差异。 韩婴之学源出三

晋，三晋儒学又深受子夏西河讲学影响，从《韩诗外

传》可见韩婴诗学多次托名子夏。 《汉书·儒林传》
云韩婴“推易意而为之传” ［１２］３６１３，说明班固可能已

经怀疑韩婴所传《易传》是其“推易意”而来，有托名

之嫌。 为了正本清源，他将韩婴所传《子夏易传》更
名为《韩氏易传》，即《汉书·艺文志》载《易传》有

“《韩氏》二篇。 名婴” ［１２］１７０３。 这或许可以为《汉
书·艺文志》未收《子夏易传》提供一种合理解释。

三、多源互见文献视野下
《金人铭》的文本再造与溯源

　 　 从概念上看，多源互见文献的文本各自有其源

出，但在流传过程中，有人将这些各有源出的文献按

照既定主旨重新改写、调换、缀合而形成一种新文

本。 从方法上看，和后世集句诗一样，先秦诸子创造

多源互见文献是一种较为简单、高效的文本再造方

法。 在先秦时期，诸子通过博闻强记，将主旨相关联

的文本搜集整理起来，按照一定的思路改写、缀合就

能很快形成一篇质量颇高的新文献。 从特点上看，
多源互见文献由于其文本来源的多元性，文本结构

和文本内容十分驳杂，在过去的文献辨伪工作中，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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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忽视多源文献互见关系而产生误判，有的以其

中某一两种文本与其他晚出文献的互见关系为证，
判定原作为伪作；有的还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其中文

本与早期文献的互见关系，判定原作真假掺混。 互

见文献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跳出真假对

立的定式思维，改变真伪掺杂的模糊认识，从文献本

身的渊源关系入手，通过对多源头文献的产生以及

最终完成缀合的历时性研究对文献进行重新解读。
刘向《说苑·敬慎》中所载《金人铭》是一则典

型的多源互见文献，其具体文献谱系详见表 ２。
表 ２　 《金人铭》多源互见文献谱系分析表

编号 《说苑·金人铭》 多源头互见文献

１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
《孔子家语》：“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
《儒家者言》第八章：“于大庙右陛之前有铜。”
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犊：“孔子＝之周观太庙”

２

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
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戒之哉！
戒之哉！ 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
多事多患。

《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易》曰：‘括囊，无咎无誉。’孔子曰：‘此言箴小人之口
也。 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
《儒家者言》第八章：“囗其囗如，铭其背，之为人也多，言多过多事多患也。”
《意林》引《太公金匮》：“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予在民
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

３ 安乐必戒，无行所悔。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引《席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

４
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
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
闻，天妖伺人。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引《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
曰胡伤，其祸将长。”

５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
江河；

《六韬·文韬》：“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
《新书·审微》：“《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６ 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
斧柯。

《逸周书·和寤解》：“绵绵不绝，蔓蔓奈何？ 豪末不掇，将成斧柯。”
《战国策·魏策》：“《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 毫毛不拔，将成斧柯。’”
《六韬·文韬》：“两叶不去，将用斧柯。”
《新书·审微》：“《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７ 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曰是何伤，祸
之门也。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夫吉者，凶之门。 福者，祸之根。”

８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老子》四十二章：“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文子·上德》：“故勇武以强梁死，辩士以智能困”。
《文子·九守·守弱》：“强梁者死”。

９ 盗怨主人，民害其贵。 《左传·成公十五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

１０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
之，使人慕之，

《老子》第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老子》第六十六章：“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

１１ 执雌持下， 《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

１２ 莫能与之争者。 《老子》第六十六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１３
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
不徙；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
高，人莫我害。

《庄子·天下》：“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
故有余，岿然于咎。 ……人皆求福，己独曲全。”

１４ 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 《老子》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１５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老子》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传统观点中，一种认为《金人铭》的作者为黄

帝，依据是《意林》 《艺文类聚》 《太平御览》等唐宋

类书征引《太公金匮》中武王与吕尚关于“五帝之

戒”的问对有吕尚援引黄帝语；另一种认为《金人

铭》的作者为吕尚，如罗泌《路史》：“世谓太公作《金
人》。” ［１３］立足多源互见文献谱系，我们可以发现之

所以会出现作者的争议，本质上是对《金人铭》究竟

是太公自述还是转述黄帝原话的认识不同。
《意林》引《太公金匮》云：
　 　 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 太公曰：

“黄帝云：予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

三缄其口，慎言语也。 尧居民上，振振如临深

渊。 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 禹居民上，慄慄

如恐不满。 汤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息。” ［１４］

从文本结构看，太公问对的内容除了“金人三

缄其口，慎言语也”这句，其余全是“Ｘ 在（居）民上，
ＸＸ 恐（如）ＸＸＸ”的句式。 这句“金人三缄其口，慎
言语也”显得十分突兀，如果删掉此句，不仅不会改

变文本的主旨，反而会让整段文字更加规整。 古人

对“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之句也存在疑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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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治要》与《后汉书》章怀注在引述此段文字时，均
将其删略④。 如果将这句话视为太公的插入语，便
很容易将《金人铭》归为太公所作；如果将其视为太

公转述黄帝的原话，那么就很自然地得出《金人铭》
为黄帝所作。 但事实上，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这句

话只是因错简被误抄至此的文字。
１．立足多源互见文献，开展文本还原

《说苑》中的《金人铭》并非源头文献，而是在古

本《金人铭》基础上杂取多源头文献拼合而来，其中

可能保留了古本《金人铭》的一些内容。 郑良树先

生指出 “古籍由繁删简易、由简增繁难” 是 “通

例” ［１５］ ，并据此认为“《金人铭》的时代应该在《语》
及《席》等之前”，“在春秋之季” ［１５］ ，进而提出《语》
《席》等互见文献是“据完整的《金人铭》加以省略、
拼凑” ［１５］而成的。 笔者认为，郑良树先生描述的文

献生成规律以及将《说苑·金人铭》视为源头文献

的观点，值得仔细推敲。 主要原因如下。
一方面，文献的生成的确存在“由繁删简” “由

简增繁”两条路线，但如何取舍在于作者需求，并无

难易之分。 比如，《商君书·更法》与《战国策·赵

武灵王平昼闲居》存在同源互见现象，前者极有可

能是在后者文本基础上删繁就简、改弦更张而来，
《更法》篇的作者似乎已经认识到简古文风更加符

合商鞅时代的特征。 《楚王失弓》则是经过多次层

累而来的，其中《孔子家语》存录的版本最古，古本

《楚王失弓》先后有《吕氏春秋》《公孙龙子》等多条

不同的层累路线，文本逐渐由简至繁。 特别是《公
孙龙子》层累文本夸饰繁复，有浓厚的战国策士之

风。 就《说苑·金人铭》而言，“人皆趋彼”一句三十

余字与《庄子·天下》篇存在同源互见关系，相较之

下《说苑·金人铭》文辞简略，而《庄子·天下》文辞

繁复。 按照郑良树先生提出的理论推论，战国中后

期的《庄子·天下》又成书在他认为春秋时期已经

成篇的完本《金人铭》之前，这明显存在矛盾。
另一方面，借助多源互见文献分析可以发现，

《说苑·金人铭》可能晚出，但其中却有古本《金人

铭》的身影。 《说苑·金人铭》与儒家的《荀子》《儒
家者言》 《韩诗外传》 《大戴礼记》 《阜阳一号汉简》
《逸周书》存在五处互见，与道家的《老子》 《文子》
《庄子》《马王堆帛书》存在九处互见，与兵家的《太
公兵法》《太公金匮》存在两处互见，与史书《左传》
《战国策》《吴越春秋》存在三处互见，来自多个源头

的互见文献占《说苑·金人铭》文本的九成左右。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如郑良树先生

所言，其他各处的互见文献都是“据完整的《金人

铭》加以省略、拼凑”而成的；另一种是好事者整合

拼凑这些文献缀合而成《说苑·金人铭》。 然而，这
些多源互见文献各有其源，并无一篇言明来自《金
人铭》。 比如，《逸周书·和寤解》与《战国策》苏秦

引《周书》差别极小，高度同源，说明战国时代苏秦

读到的《周书》的相关内容可能就是《逸周书·和寤

解》；同样，“安乐必戒，无行所悔”见诸《大戴礼记·
武王践阼》引《席铭》，“勿谓何伤”句约二十字见诸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引《楹铭》，这些作品都有清

晰的文献源头。
在多源互见文献关系中，我们可以对《说苑·

金人铭》的文本性质和价值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其

中 “ 绵 绵 不 绝， 将 成 网 罗； 青 青 不 伐， 将 寻 斧

柯” ［１１］２５８这句有四处互见文献，分别是《逸周书·
和寤解》、《战国策·魏策》苏秦引《周书》、《太公兵

法》引《黄帝语》、贾谊《新书·审微》引《语》。 据

《和寤解》，此句为周武王伐商途中训诫邵公奭、毕
公高之语，这意味着该文本的形成时间可上溯至西

周初期，作者为周武王。 无独有偶，“安乐必戒，无
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 ［１１］２５８也与《大戴礼

记》收录的周武王《席铭》 《楹铭》存在互见关系，这
将两处文本的源出指向了周武王。 值得注意的是，
《金人铭》文本的另一个源头《太公金匮》或亡于唐

宋之际，如今仅有辑佚所得残篇，但残篇之中同样保

留不少武王所作器物之铭。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
《太公金匮》中周武王与太公问对中乱入的“故金人

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可能是一支内容属于古本《金
人铭》的错简。 再结合出土文献中关于《金人铭》的
互见文献，或可说明在战国甚至更早时代有一篇古

本《金人铭》，它是《说苑·金人铭》的早期雏形。
２．立足多源互见文献，考察成篇时间

结合诸子思想互鉴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推测

《说苑·金人铭》是汉人在古本《金人铭》的基础上

杂取诸子作品缀合而成。 《说苑·金人铭》具有驳

杂的多源互见文献来源，与《老子》 《文子》 《庄子》
存在七处互见文献，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只有文本

最后孔子对弟子“此言虽鄙，而中事情” ［１１］２５９的教

诲，才表达出贬低道家、拥护儒家的主旨。 由此可以

推测，《说苑·金人铭》的作者可能生活在一个儒家

已经拥有比道家更大话语权的时代，但大量使用

《老子》《文子》 《庄子》的文本，则说明其尚不能脱

离道家而独立表达，这种情况暗示着《说苑·金人

铭》可能是诸子互鉴发展到儒强道弱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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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到西汉，诸子互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此时诸子

争鸣观点针锋相对，诸子互鉴表现为普遍用儒家学

说补充完善自家学说。 先秦诸子争鸣始于儒墨之

争，《墨子》中的《非乐》《非命》《非儒》对儒家礼乐、
天命等观念逐条批驳，《墨子》中保存的不少儒墨论

战的文献，均以墨家赢儒家输为结局。 同样，儒家后

学也对墨家进行了猛烈回击，《孟子》对墨家兼爱、
薄葬以及禅让思想等进行了犀利批驳。 相较而言，
儒墨互鉴则显得十分隐晦。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
可以看作墨家借鉴儒家学说的一种方式⑤。 顾颉刚

先生曾提出禅让传说起于墨家［１６］ ，而《唐虞之道》
鼓吹的正是墨家主张的“让贤禅让说”。 与传统墨

家不同，《唐虞之道》描述的接受禅让的贤者却是一

副儒家面貌，认为尧能成为天子是因为“圣以遇命，
仁以逢时” ［１７］ ，这是典型的儒家“天命观”，而不是

墨家的“非命论”。 又如，舜能被尧选为禅让对象是

因为他“甚孝” “甚忠” “甚君”，俨然一副儒家圣王

的形象，这与墨家主张贤者应“厚乎德行，辩乎言

谈，博乎道术” “举公义，辟私怨” ［１８］６６－６７ “不党父

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 ［１８］７４的理念大相径庭。
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末期，诸子通过

发掘彼此学说的相通之处弥合争端，体现出诸子争

鸣与互鉴相融合的特征。 比如《史记·商君列传》
记载商鞅游说秦孝公之事，商鞅首次见秦孝公时所

言的“帝道”即五帝之道，可能包含了黄老之学的黄

帝之言以及墨家主张的“夏政”；再见孝公时所言的

“王道”即文武周公之道，可能包含了儒家学说；三
见孝公时所言的“霸道”，可能包含了道家和法家的

主张。 商鞅的幕僚尸子一般被视为杂家的源头，而
商鞅游说秦孝公时兼用了黄老、道家、墨家、儒家、法
家思想，开诸子思想兼容并蓄之风，远在稷下学之

前。 诸子有时把儒家的先师孔子打扮成为自己学说

的拥护者，以此来瓦解对方的攻讦。 这实质上是找

到两派学说的共通之处，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实现学

说互鉴，这种做法最早见于儒家与名家的争鸣。
《公孙龙子》载有孔穿与公孙龙子的问对，公孙龙子

以“楚王失弓”中孔子所发感慨提出“夫是仲尼异楚

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 ［１９］ 的观

点，就是用儒家先师孔子是“白马非马”论的支持者

来反驳孔穿。 这种看似充满悖论色彩的诡辩，实际

上昭示着诸子已经意识到要通过寻找彼此学说的共

通之处来弥合争端，这为诞生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文

化背景的先秦诸子思想融合找到了一种适用途径。

当互鉴成为诸子争鸣的方式和归宿，秦汉诸子思想

得以继续发展，催生了杂糅诸家的《吕氏春秋》、兼
蓄儒法的秦刻石，以及汉初黄老与儒法的融和互通。
班固在回望这段历史进程时，极为精辟地总结为诸

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

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９］１７６。
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末期至武帝时期。 儒道争鸣

互鉴成为主流，由道强儒弱、兼采诸说转变为儒强道

弱、兼采诸说。 战国末期，在七雄变法改制的浪潮之

中，儒道两家已不如法家显赫，于是便开启了各自与

法家思想的融合。 道家与法家融合，产生了主张

“法、术、势”合一的新法家；儒家与法家融合，先后

产生了孟子王道思想和荀子礼法并施的主张。 但由

于缺乏强烈的现实需求，儒道两家的融合并不像儒

法思想的融合那样如胶似漆，这一情况直到汉初黄

老之学的崛起才得到根本改变。 汉初，陆贾 《新

语》、贾谊《新书》已经显现出浓厚的儒道互鉴的风

向。 陆贾《新语》既道尧舜、仁义，又道刚柔、无为，
最有特色的当属《无为》。 “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

心要旨，《无为》开篇即云：“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

于谨敬。” ［２０］５９但紧跟其后所举无为而治的例子，
却是儒家的先王先圣：“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

琴，歌南风之诗……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

川。” ［２０］５９贾谊《新书·道德说》中的德道并论是典

型的道家思想，但文中在论及如何通过学习获得德

和道时，却转向了儒家典籍：“书者，著德之理于竹

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 ……《书》 《诗》
《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 ［２１］在

后世儒学确立学统地位时，陆贾、贾谊二人通常被视

为儒家人士，班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列有“《陆
贾》二十三篇” ［９］１１３。 刘歆对贾谊也有高度赞誉，
认为“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１２］１９６９。 但他们的作

品呈现出道强儒弱的态势，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儒
家作为被汲取的对象处于从属地位。 他们宣扬儒家

思想价值的努力没有白费，儒学逐渐获得汉朝统治

者的认同，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地位逐渐抬升。 这

种改变体现在《淮南子》，其中一些篇目已经显现出

儒道并重的特点。 《淮南子·道应训》中的《孔子论

欹器》在大量的孔子评论之后，又加入了《老子》第
十五章的内容。 《淮南子·俶真训》云：“以道为竿，
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 ［２２］１０８这里有意将

道家的“道德”和儒家的“礼乐” “仁义”兼容并包。
《淮南子·泰族训》既引道家列子“使天地三年而成

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 ［２２］１３７７，又引《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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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２３］２２４和《大雅·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２３］４３４，从儒道两

家共通之处入手，阐释人君要秉轴持钧、抓大放小，
彰显出作者儒道兼修的立场。 高诱已注意到《淮南

子》儒道并重的特点，在总论其书主旨时，称其“讲
论道德、总统仁义”“出入经道”，并明确地指出儒家

人士“诸儒大山、小山之徒” ［２２］５参与了《淮南子》的
编纂。 儒道并重在董仲舒这里被打破，他向来被认

为是汉代新儒学的代表，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董仲

舒的学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但相较陆贾、贾谊这两

位披着道家外衣的儒生，董仲舒的儒道互鉴已经转

变为鲜明的儒强道弱，即道家学说被作为补充纳入

儒家系统，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的讨论［２４］ ，此处不再

赘言。 借助多源互见文献，我们可以梳理出诸子争

鸣的若干关键节点，并以此勾勒出诸子争鸣互鉴的

历史发展脉络。
基于诸子思想互鉴的演进脉络，再结合 《说

苑·金人铭》的文本特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其可

能成篇于诸子互鉴的第三个时期。 这不仅因为儒强

道弱转变于此时，也因为《说苑·金人铭》的思想主

旨可能与当时名学硕儒在景帝、武帝时期多次因言

获罪有关。 春秋战国之时，儒者以游说善辩立身，
《史记·孔子世家》 载：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

法……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７］１９１１孟子以善辩

闻名诸侯，曾以“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２５］ 为

自己开脱。 但在后来的封建统治中，儒家以善辩立

身的风气急转直下。 叔孙通在被秦二世问及陈胜吴

广事时，就面临一次祸从口出的危机。 景帝时期，百
家争鸣的风气开始受到禁锢。 汤武究竟是弑君还是

受命的问题，原本是战国诸子争鸣过的一个陈旧话

题，但当辕固和黄生的辩论牵涉刘邦时，景帝便一改

宽仁 之 态， 以 “ 言 学 者 无 言 汤 武 受 命， 不 为

愚” ［７］３１２３终结了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后学者莫敢

明受命放杀者” ［７］３１２３。 汉武帝时期，儒者因言取祸

之事发生之频、处罚之重可谓空前。 建元二年（公
元前 １３９ 年），好黄老之言的窦太后因“魏其、武安、
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 ［７］２８４３不悦，便
以“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为借口，“罢逐赵

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７］２８４３。 建元六年（公
元前 １３５ 年），董仲舒因推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

灾，被主父偃告发，“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
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７］３１２８。 天汉二年（公
元前 ９９ 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

帝，被定为诬罔罪名，按律当斩。 也许正是在这种环

境下，以言立身的儒家开始思变，于是有学者杂取儒

道两家慎言的戒语，在古本《金人铭》的基础上缀合

成篇，成为《说苑·金人铭》的文本。

余　 论

借助同源互见文献关系，我们从《说苑·孔子

论欹器》出发，发现了《子夏易传》 “虽亡犹存”的新

证据，这可以为《汉书·艺文志》不收《子夏易传》找
到一种合理解释。 借助多源互见文献，我们发现

《说苑·金人铭》是在古本《金人铭》基础上抄撮诸

子文献缀合而成，其文本源古而流新。 由此可见，以
互见文献为线索，不仅可以揭示先秦诸子互见文献

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话语方式和意识形态功能，发
现文献之间的深度联系，而且可以对先秦诸子思想

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梳理，探讨诸子互见文献与诸

子学派的互动关系。
流传至今的先秦诸子作品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

手，从单独成篇、编纂成书到传抄转写、散佚重辑、写
定刊刻，这一过程肇始于先秦两汉，一直绵延至宋元

明清。 面对这种复杂的文本，引入互见文献研究方

法，将文本置于客观地位，通过寻找互见关系判断文

本的原始出处，分析文本缀合方法，探析文本编纂者

的知识结构和主旨倾向，可以更好地揭示古书之间

的关系，清晰地看到哪些文献来自诸子对既有文本

的改造利用，哪些文本可能源自传抄疏漏以及人为

篡乱，避免先入为主对文本进行真伪判断，从而以客

观公允的态度重新审视文献的时代价值。 借助互见

文献，将文本置于诸子争鸣互鉴框架体系内重新审

视，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诸子学说的流变线索，探寻诸

子思想系统的关键节点，加深对诸子学整体样貌与

结构的认知，在各家相互关联的整体性上理解先秦

诸子，深化对早期中国文献与文学、文化发展之间的

认知，更好地理清传统思想文化的本源根脉，实现古

典学知识谱系的重构，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西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厥协”和“整齐”正是基于文献互见关系开展的。 刘向《说苑》 《新
序》中保留了不少先秦诸子互见文献。 东汉郑玄借助互见文献发现

《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的渊源关系。 晋代束皙注意到汲冢书

与《左传》《易》的互见文献，据此推定汲冢书的性质。 南朝刘勰的

《文心雕龙》、唐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与柳宗元的《辨鹖冠子》、南
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元人郑元祐的《侨吴集》、明人宋濂的《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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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郎瑛的《七修类稿》等均注意到诸子互见文献现象。 清人借助

诸子互见文献，在校勘辑佚、注疏辨伪方面取得了极大成绩。 ②
“《家语》谓：‘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韩诗外传》《说苑》
皆云：‘观于周庙，有欹器焉。’《晋·杜预传》云：‘周庙欹器，至汉东

京，犹在御坐。’当以周庙为是。”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１０，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１８ 页。 ③王应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孔子曰，‘《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今《易》
无此言。”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１，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９ 页。 ④《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引《太公阴谋》：“武王问尚父曰：
‘五帝之戒可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

恐夕不至朝。 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川。 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

薄冰。 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满日。 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
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怠。’”参见《群书治要》，商
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５２７ 页。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章怀注《太
公金匮》曰：“黄帝居人上，惴惴若临深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
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 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

无殃。”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一，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２６ 页。 ⑤
一些学者主张《唐虞之道》是儒家文献，这实际上是注意到了文本浓

厚的儒家色彩，但忽略了其主旨仍是鼓吹墨家“让贤禅让制”这一关

键。 墨家与儒家对待禅让制的态度完全不同，孟子禅让说强调禅让

建立在儒家天命观基础之上，是“天命禅让制”，正所谓“天与贤，则
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荀子则反对“禅让制”，斥
责禅让说是“世俗之为说”“浅者之传、陋者之说”（《荀子·正论》）。
《唐虞之道》与传统墨家观念有所不同，是墨家融合接纳了儒家天命

观、先圣先王事迹进行自我改造的结果，将其视为儒家文献是本末倒

置，以此质疑顾颉刚先生，更是矫枉过正。

参考文献

［１］郭庆藩．庄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０６９．

［２］王先慎．韩非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２２４．
［３］王先谦．荀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３２８．
［４］程树德．论语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１３０１．
［５］高思莉．经传：先秦诸子的文献再造及文学自觉［ Ｊ］ ．郑州大学学

报，２０２３（１）：８２－８７．
［６］房玄龄．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１０２８．
［７］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８］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解［Ｍ］．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３：１２５．
［９］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
［１０］韩婴．韩诗外传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
［１１］向宗鲁．说苑校证［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２］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１３］罗泌．路史［Ｍ］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３８３ 册，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８６５．
［１４］王天海．意林校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５．
［１５］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６．
［１６］顾颉刚．古史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３１－３２．
［１７］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Ｍ］．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２：３１．
［１８］吴毓江．墨子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１９］王琯．公孙龙子悬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３４．
［２０］王利器．新语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２１］阎振益．新书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３２７．
［２２］何宁．淮南子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２３］高亨．诗经今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４］袁新国．论董仲舒新儒学与黄老学的思想联系［ Ｊ］ ．国学学刊，

２０１６（３）：３９－４４．
［２５］朱熹．孟子［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ｌｏｗ Ｎｅｗ：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Ｑｉｑｉ ａｎｄ Ｊｉｎ Ｒｅｎｍｉｎｇ
Ｇａｏ Ｓｉｌｉ　 　 Ｍａ Ｓｈｉｎ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ｂｙ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ｂｕ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ｔｅｘ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Ｑ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Ｑｉｑｉ ａｎｄ
Ｊｉｎ Ｒｅｎｍｉｎｇｗｅ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ｅｘ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ｅｘ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Ｑｉｑｉ，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ｉｎ Ｘｕｎ Ｚｉ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Ｚｉｘｉａ Ｙｉ Ｚｈｕ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ｏｎｇ ｌｏｓｔ，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ｕｏ Ｙｕａｎ．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ｕ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ｉｎｔ ｌｅｆ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Ｈａｎ Ｙｉｎｇ’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ｎ Ｒｅｎ⁃
ｍｉｎｇ ，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ｕｏｙｕａｎ －Ｊｉｎ Ｒｅｎｍ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ｔｅｘｔ ｈａｄ ｔ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ｓｏｍ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 Ｒｅｎ⁃
ｍ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ｕ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ｕｏｙｕａｎ － Ｊｉｎ Ｒｅｎｍｉ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ｂｅｉｎｇ ｗｅａｋ，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ｔｅｘ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Ｑｉｑｉ ； Ｊｉｎ Ｒｅｎｍｉｎｇ

责任编辑：采　 薇

８６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期


